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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经贸往来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就是国

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作者利用东亚典型国家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的季

度数据，实证考察了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结论如下：首先，

政治关系的恶化将显著降低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但政治关系与贸易之间的

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为东亚地区带来了明显的贸易拉动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对冲政治风险、显著降低双边贸易对于政治冲突的敏感度（偏

效应），中国逐渐成为东亚贸易繁荣的稳定器。 其次，中国崛起的影响在不同样本组

中具有明显的差异，只有在非对抗的国家中，上述贸易拉动效应和对冲政治风险的作

用才能显现。 最后，政治关系、贸易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加所带来的贸易促

进效应日益提升，但是它对冲政治风险、平稳双边贸易的作用却在不断下降；危机过后

的复苏阶段，东亚地区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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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互动长久以来就是众多学者

争论的焦点。 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国家间经济依存度的提高有助于抑制战争的发生，①

“商业的自然结果是带来和平”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②欧洲大陆成为该理念积

极的践行者。 然而对于“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经贸往来”这一逆命题的研究

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二战之前有学者提出政治因素和国家权力会在经贸往来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观点，同时也有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但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相
关研究未能深入，来自实证领域的证据更为缺乏。 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

背景之下，政治关系会对经贸往来产生何种影响、国家经济权力又在其中扮演何种角

色等一系列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仍未有清晰的结论。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中，东亚经济奇迹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然而

东亚繁荣的背后始终潜伏着历史原因导致的紧张与不信任，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经济一

体化与各国政治分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由此该地区成为观察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理

想对象。 本文试图以东亚国家为样本，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本文改变已有文献中以冲突或负面政治事件作为双边政治关

系替代变量的事件研究法，通过引入新的衡量指标以把握政治关系渐变性和连续性的

特点，使研究更为符合实际、贴近现实。 同时，本文关注到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权力

的此消彼长所带来的不对称依赖这一约束条件，试图阐述当代大国权力转移时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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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 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Ｔｈｅ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８５－１９９２，”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１，
１９９９， ｐｐ．１－３７； Ｈａｎ Ｄｏｒｕｓｓｅ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８７－１０７； Ｈａｎ Ｄｏｒｕ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ｕｇｈ Ｗａｒｄ，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９ － ４２； 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１６６－１９１。

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早在 １９３３ 年凯恩斯就提出自由贸易也许会引发国家关系的紧张和

敌对，甚至可能爆发战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质疑之声更是日渐增多：菲利普·马丁等人就认为更好的经贸往来

也许并不必然带来和平，这最终决定于贸易的地理结构以及双边和多边贸易开放度的平衡。 斯蒂法纳迪斯·克

里斯的研究向世人展示出贸易的和平促进效应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制度基础之上的，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与

冲突。 菲利普·马丁等人还认为贸易的益处和地缘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战争抑或和平。 具体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Ｔｈｏｅｎｉｇ， “Ｍａｋ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ｏｔ Ｗ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７５， Ｎｏ．３， ２００８， ｐｐ．８６５－９００； Ｓｔｅｆａｎａｄｉｓ Ｃｈｒｉ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４８－１７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Ｔｈｏｅｎｉｇ， “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３５。



与经济互动过程中的特殊性。 最后，为避免结论的笼统与含混不清，我们从国家和时

间两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再次检验前文的结论，清晰地展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类

型中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 文章结构如下：本文第一部分为引

言；第二部分在回顾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了其贡献与不足；第三部分在前人研

究基础之上，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实证模型设定，并对所涉及的指标和数据进

行说明；第四部分阐述模型的实证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对本文的主要发

现进行总结。

二　 相关文献综述

政治因素会对国家间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艾伯特·赫希曼（Ａｌｂｅｒｔ 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在研究战争前夕纳粹德国的对外贸易时，敏锐

地观察到该时期德国的贸易由富裕国家转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弱小邻国这一违背

常理的现象，并试图挖掘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考量，①结果显示政治因素强有力地影响

了纳粹德国的贸易流向。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心—外围理论兴起，约翰·加尔顿（Ｊｏ⁃

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也指出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贸易通常是由二者支配与被支配的政治关

系所决定的，③形成了对上述思想的重要补充。 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则指

出：“各国的政治雄心和角逐确立了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④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相关研究日益丰富起来，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论断

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领域。

首先，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由于具有紧密的贸易联系和特殊的政治关系，因而成

为学者研究政治与贸易相关性的重要切入点。 亚历山大·耶茨（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 Ｙｅａｔｓ）

是该领域的先驱，他的研究集中于分析政治对于贸易品价格的影响：利用 １９６２—１９８７

年间 ２０ 个原法属殖民地国家作为样本，分析了各国从法国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结果

发现相对其他贸易伙伴，这些原殖民地国家支付了更高价格（大约 ２０％—３０％），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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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解释如下：德国是大国，在与上述小国进行贸易的时候能够处于主导地位，并提升自身在地缘政治领域

的支配能力，但是在与欧美等富裕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却不能带来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提升。
Ａｌｂｅｒｔ 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５．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８， Ｎｏ．２， １９７１，

ｐｐ．８１－１１７．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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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对于英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原殖民地国家同样成立。① 也有学者从贸

易量的角度去寻找政治发挥作用的证据，克里斯·米切纳（Ｋｒｉｓ Ｍｉｔｃｈｅｎｅｒ）和马克·

威登密尔（Ｍａｒｃ Ｗｅｉｄｅｎｍｉｅｒ）的研究显示，同属一个帝国体系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贸

易量是非帝国体系国家间贸易量的两倍，其根源在于体系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宗

主国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推行的促进贸易繁荣的政策。② 还有学者从时间的维度分析

“独立”这一典型政治事件对于贸易的影响，如基思·黑德（Ｋｅｉｔｈ Ｈｅａｄ）、蒂里·迈耶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ａｙｅｒ）和约翰·里斯（Ｊｏｈｎ Ｒｉｅｓ）的研究显示，殖民地国家“独立”对于后殖

民地时期贸易的影响存在严重滞后性，短期内影响似乎并不显著，但是 ３０ 年之后，殖

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额累计下降了 ６０％。③ 上述文献大多通过对殖民地时期这

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考察，证实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存在显著非市场化力

量的影响，间接证明了（或推测）政治的重要性，但上述研究仍然未能对政治因素的影

响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

其次，不少学者专注于从长期历史视角下研究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或战争）这一

极端政治事件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奥马尔·科什克（Ｏ⁃

ｍａｒ Ｋｅｓｈｋ）等人以及约翰·奥尼尔（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等人的研究显示，军事冲突会对

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④ 但这一似乎符合常理的结论遭受了不同学者的质疑，原

因在于上述研究中并未考虑到预期的作用，如詹姆斯·莫罗（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认为，

由于“向前看”的经济参与人会预期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与冲突，潜在的风险将会

促使他们不断调整贸易伙伴与贸易流向，这就使得战争的最终爆发对于当期贸易的影

响微乎其微。⑤ 但是李泉（Ｌｉ Ｑｕａｎ）和戴维·萨科（Ｄａｖｉｄ Ｓａｃｋｏ）进一步指出未被预期

到的冲突会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⑥ 此外，历次战争与冲突在规模与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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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 Ｙｅａｔｓ， “Ｄ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Ｙ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 Ｎｏ．１，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２０．

Ｋｒｉｓ Ｍ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Ｗｅｉｄｅｎｍｉ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３０， ２００８．
Ｋｅｉｔｈ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ｉｅｓ， “ Ｔｈ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８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１４．
具体研究可参见 Ｏｍａｒ Ｋｅｓｈｋ， Ｐｏｌｌｉｎｓ Ｂ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ｆａｅｌ Ｒｅｕｖｅｎｙ， “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１５５－１１７９； 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ｒｂａｕｍ，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８５ － １９９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３，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７１－３９４。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Ｈｏｗ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４， １９９９，
ｐｐ．４８１－４８９．

Ｌｉ Ｑｕ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ａｃｋｏ，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１－４３．



时间上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约翰·奥尼尔等人看来，这些差异会导致战争对于

贸易的冲击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研究表明引发伤亡的军事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更大。①

凯瑟琳·巴比里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和杰克·利维（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及爱德华·曼斯菲

尔德（Ｅｄｗａｒｄ 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和乔恩·佩弗豪斯 （Ｊｏｎ Ｃ． Ｐｅｖｅｈｏｕｓｅ）却否定了此结

论，他们认为大多数战争对于贸易的影响都不显著，只有在短期内，战争才偶尔会减少

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但是在长期视角下这种负面影响又会消失，甚至战争过后，双方

的贸易往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增进。②

随后，此类研究日渐丰富，阿米德·拉曼（Ａｈｍｅｄ Ｓ． Ｒａｈｍａｎ）通过回顾 １８ 世纪至

２０ 世纪中叶这段历史，实证检验了制海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结果显示当其他

国家与拥有制海权的国家爆发冲突时，就会显著降低国家间的贸易量，而与其结盟则

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往往会使繁荣的国际贸易终结。③

查尔斯·安德顿（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ｅｒｔｏｎ）和约翰·卡特（Ｊｏｈｎ Ｃａｒｔｅｒ）及鲁文·格利克（Ｒｅ⁃

ｕｖｅｎ Ｇｌｉｃｋ）和艾伦·泰勒（Ａｌａｎ Ｍ． Ｔａｙｌｏｒ）实证检验了长期历史中（１８７０—１９９７ 年）

战争的贸易代价，发现战争会显著减少双边贸易额，而且这种不利影响会持续多年，该

结论与凯瑟琳·巴比里和杰克·利维的研究结论完全相反。④ 此外，他们还发现战争

对于贸易的破坏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交战国，即使中立国也会受到显著冲击。 这一领

域的研究文献相对较为丰富，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此外，战争冲突的爆发作为一种

极端的政治事件，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政治关系，不能全面衡量政治关系对于国家间经

贸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政治关系的冷暖究竟对双边经贸往来意味着什么，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仍然无从知晓。

最后，除了战争或军事冲突等极端情形外，负面政治事件或政治关系的恶化对于

贸易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同样也是争论的焦点。 不少研究显示，政治

关系的恶化会对经贸往来带来不利影响，如波林斯·布莱恩（Ｐｏｌｌｉｎｓ Ｂｒｉａｎ）发现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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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ｒｂａｕｍ，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８５－１９９２，” ｐｐ．３７１－３９４．

具体研究可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Ｊｏｎ Ｃ． Ｐｅｖｅｈｏｕ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ｌｏｃ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４， ２０００， ｐｐ．７７５－８０８；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ａｒ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４， １９９９， ｐｐ．
４６３－４７９。

Ａｈｍｅｄ Ｓ． Ｒａｈｍａ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ｅａ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ａｎｄ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ｖ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７．

具体研究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ａｒ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ａｒ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ｅ⁃
ｒｉ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２００１， ｐｐ．４４５－４５７； Ｒｅｕｖｅｎ Ｇｌｉｃｋ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ｏｌｌａｔ⁃
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ａｒ，”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Ｖｏｌ．９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０２－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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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愿意与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贸易联系，①詹姆斯·莫罗（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

ｒｏｗ）等人以及乔安妮·高娃（Ｊｏａｎｎｅ Ｇｏｗａ）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则指出一国更倾向

与盟国（或拥有相同盟国的国家）开展贸易，“贸易追随国旗”仍然是颠扑不破的论

断。② 随后拉菲尔·鲁文尼（Ｒａｆａｅｌ Ｒｅｕｖｅｎｙ）和熙俊康（Ｈｅｅｊｏｏｎ Ｋａｎｇ）对此做了进一

步补充：政治对抗对国家间可贸易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对于某些“战略性”

商品的冲击要大于其他商品。③ 但是奥马尔·科什克等否定了上述观点，他们的研究

显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④ 围绕这一争论，学者们开始以某一特定国家

（美国、日本、中国）为研究对象展开了更为广泛的实证检验。

南迪尼·古普塔（Ｎａｎｄｉｎｉ Ｇｕｐｔａ）和于晓筠（Ｘｉａｏｙｕｎ Ｙｕ）的研究结论显示，政治

因素是解释美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变量，双边政治关系的恶化将导致美国与贸易伙伴国

之间贸易量的显著下降，作者还进一步以伊拉克战争作为工具变量对此进行验证。⑤

但这一结论遭到了克里斯蒂娜·戴维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和索菲·默尼耶（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的反驳，他们将上述研究进行扩展，以美国和日本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为

例，实证研究发现，负面政治事件并没有损害美国或者日本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

易往来。 为了验证该结论的稳定性，他们进一步检验了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导致的

美法政治僵局、１９９６ 年桥本龙太郎（Ｒｙｕｔａｒｏ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中日

政治紧张事件与美法、中日贸易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政冷经热”

乃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常态。⑥ 上述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是由研究的时间跨度和

政治关系变量指标选取的差别所致。 伴随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从微观领

域寻找新的证据，如萨拉 · 纽兰 （ Ｓａｒａ Ｎｅｗｌａｎｄ） 和克里斯蒂 · 戈维拉 （ Ｋｒｉ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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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ｏｌｌｉｎｓ Ｂｒｉａｎ， “Ｄｏ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Ｆｌａ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３， Ｎｏ． ２，
１９８９， ｐｐ．４６５－４８０．

具体研究可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ｒｏｗ，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Ｓｉｖ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ｓｓａ Ｔａｂｅ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１９０７－１９９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２， Ｎｏ．３， １９９８， ｐｐ．
６４９－６６１； Ｊｏａｎｎｅ Ｇｏｗａ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３， ２００４， ｐｐ．７７５－８０５。

Ｒａｆａｅｌ Ｒｅｕｖｅｎｙ ａｎｄ Ｈｅｅｊｏｏｎ Ｋａｎｇ，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 Ｇｏｏｄｓ Ｍａｔ⁃
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５， １９９８， ｐｐ．５８１－６０２．

Ｏｍａｒ Ｋｅｓｈｋ， Ｐｏｌｌｉｎｓ Ｂ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ｆａｅｌ Ｒｅｕｖｅｎ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１５５－１１７９．

Ｎａｎｄｉｎｉ 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ｙｕｎ Ｙｕ， “Ｄｏｅｓ Ｍｏｎｅ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Ｆｌａｇ？”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ｌｌ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Ｕｓ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６２８－６４６．



Ｇｏｖｅｌｌａ）及雷蒙·菲斯曼 （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ｉｓｍａｎ）、靖滨尾 （ Ｙａｓｕｓｈｉ Ｈａｍａｏ） 和王永祥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从微观视角入手，对于中日之间所谓的“政冷经热”观点提出质

疑，认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受到的来自政治领域的冲击存在显著差别。① 安德烈亚

斯·富克斯（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和尼尔斯—亨德里克·克兰（Ｎｉｌｓ⁃Ｈｅｎｄｒｉｋ Ｋｌａｎｎ）考察

了达赖窜访这一敏感政治事件的经济后果，发现达赖窜访事件的发生会显著降低其

窜访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而且该负面效应在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间尤为显著。② 克

里斯蒂娜·戴维斯、安德烈亚斯·富克斯和克里斯蒂娜·约翰逊（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进一步指出，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进口贸易对于政治关系的变化表现出更

强的敏感性。③

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日之间经济与政治的互动问题。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之前，“政冷经热”成为学界共识，刘江永从国际环境及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

影响、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与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错误战略思维的误导与国家利益

的误判三个方面讨论了中日“政冷经温”的根源，④朱锋也从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角度

对此进行剖析。⑤ 冯昭奎则指出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长期“政冷”正导致“经热”转

向“经凉”，中日关系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⑥ 这一论断随后被证实，２０１０ 年的“撞

船”事件及 ２０１２ 年的恶意“购岛”事件使中日关系跌入谷底，中日关系也在发生新的

变化。 徐奇渊和陈思翀实证检验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日之间的政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

影响，发现在这 １０ 年中，大致经历了“较弱、无影响、显著影响”三个阶段，从“政冷经

热”转向了“政冷经冷”。 此外，他们还进一步量化分析了中日冲突对双方的损益情

况：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在 ３１３ 亿至 ３１８ 亿美元，而日本的损失高出中国

近 ２０ 个百分点。⑦ 江瑞平也指出，自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中的政经互动分

为“政热经冷”、“政经双热”、“政冷经热”、“政经双冷”几大阶段，并集中分析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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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具体研究可参见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ｉｓｍａｎ， Ｙａｓｕｓｈｉ Ｈａｍａｏ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ｈｏｃｋｓ ｔｏ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９，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６２６－２６６０； Ｓａｒａ Ｎｅｗ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 Ｇｏｖｅｌｌａ， “Ｈｏ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１。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 ａｎｄ Ｎｉｌｓ⁃Ｈｅｎｄｒｉｋ Ｋｌａｎｎ， “Ｐａｙｉｎｇ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 Ｄａｌａｉ Ｌａｍ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９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６４－１７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５７６， ２０１４．

刘江永：《中日关系“政冷经温”的症结与出路》，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２８－３０ 页。
朱峰：《日本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强硬》，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３４－３６ 页。
冯昭奎：《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载《日本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 页。
徐奇渊、陈思翀：《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经贸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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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互动显现出来的恶性循环之势的根源与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了中国的努力方向。①

综上所述，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殖民地与宗主国、战争以及负面政治事件三个

角度去研究政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但无论从哪个视角考察，至今都无共识达成，且
存在若干不足之处。

第一，在大多数研究中，殖民地、战争与负面的政治事件成为两国间政治关系

的衡量方式（以其是否发生设定为 ０ 或 １），采取事件研究法来检验政治关系对于

经贸往来的影响，但这种衡量方式存在较大的缺陷：此类事件只是政治关系恶化的

极端表现，它并不能分析在战争（或负面政治事件）并未爆发时双边政治关系连续

性变化对于经贸关系的影响。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国家间的

冲突往往表现为“斗而不破”，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或战争几乎踪迹难寻，双边政

治关系的渐进式变化成为常态，由此可知，以往的研究并未恰当地描述我们所处的

现实世界。 此外，政治关系的变化包括恶化与改善两个维度，二者并非简单的逆过

程，当以战争或负面的政治事件作为衡量指标时，仅仅关注到了政治关系恶化的经

济后果，对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回暖会对贸易产生何种效应则是被人们完全忽略的

一个问题。
第二，基于政治与经济两个变量的线性关系而得出“政冷经热”抑或“政冷经冷”

的结论并未考虑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与约束条件，尤其忽略了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经济

权力的此消彼长所带来的不对称依赖，因此可能掩盖大国权力转移时期更具特殊性的

时代特征，②不能挖掘故事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 罗纳德·芬德利（Ｒｏｎａｌｄ Ｆｉｎｄｌａｙ）
和凯文·鲁尔克（Ｋｅｖｉｎ Ｈ． ＯＲｏｕｒｋｅ）在研究全球贸易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国家权力

和影响力同样不断塑造着国际贸易的结构与形态。③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政治相互

交织和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权力的基本来源和综合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④ 但国家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在以往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中并未被

人提及。 究其原因，多数的文献以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或殖民地宗主国

为研究对象，对于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关注较少。 对于霸权国家而言，相比贸易伙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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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８ 页。
具体参考黄琪轩：《大国经济成长模式及其国际政治后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７－

１３０ 页。
Ｒｏｎａｌｄ Ｆｉｎｄｌａｙ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Ｈ． ＯＲｏｕｒｋ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ｅｎ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马亚华、冯春萍：《空间视角下的东亚权力分布———一种基于引力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２１－１３４ 页。



经济权力在短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然而，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我们正在经历

着世界经济重心和经济权力的转移。 在新兴大国经济不断成长、国家间相对经济权力

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它们与伙伴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会展现出何种不同以

往的新特征？ 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有学者提及。

第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渐增多，相关文献集中于利用时间

序列对中日之间的政治僵局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进行探讨，①以中国与多个贸易伙伴国

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考察它们之间经济与政治互动的一般性规律的研究仍然较少。

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基于市场力量的经济一体化

不断扩展，中国与东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领土争

端、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也带来了紧张的政治局势和冲突的风险，政治与经济紧密而

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何种关联，这一

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至今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以中国与东亚国家为样本，实证检验东亚区域内政

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我们改变前人以事件作为政治关系替代

变量的做法，选取新的衡量指标，以中国作为立足点，从总体上把握东亚地区政治关系

与经贸往来相关性的一般性规律。 其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关注到了中国崛起和经

济权力转移这一被人忽略的背景与约束条件，将其纳入模型，考察中国经济权力的增

强对于上述结论的影响。 最后，为避免结论的笼统与含混不清，我们从国家和时间两

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对前文的结论再次进行印证。

（一）计量模型设定

通常而言，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完全显现，因此本

文实证研究过程中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使用比年度数据频率更高的季

度数据，样本包括 ５ 个具有代表性的东亚国家。② 参照詹姆斯·安德森（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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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安德烈亚斯·富克斯和尼尔斯－亨德里克·克兰的研究除外。
该领域研究的最大限制来自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所使用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所有东亚地区

国家选出作为研究对象，共有如下 ５ 个：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越南。 上述国家囊括了区域内最具影响

力的大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对于东亚的范围，本文没有以国家的地理位置进行界定。 在我国的观念中，东南

亚和东北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东亚，“东亚共同体”不仅包括东盟、中日韩，也包含印度等国家，因此本文在样本

选取时将印度也纳入分析，既扩展了样本，也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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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以及克里斯蒂娜·戴维斯和索菲·默尼耶等人的研究，①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１ ＋ β２Ｘｉ，ｔ ＋ γｉ ＋ εｉ，ｔ 式 １

其中，ｉ 表示国家，ｔ 表示季度。 相比年度数据，使用跨度长达 ３０ 多年的季度数据

进行面板回归分析极大扩展了观测值的数量，弥补了因数据库限制而造成的国家数量

有限的缺憾；被解释变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ｉ，ｔ表示第 ｉ 国在 ｔ 时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核
心解释变量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１，即为 ｔ－１ 时期第 ｉ 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为减少

模型的内生性，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 Ｘ ｉ，ｔ为其他对两国贸易起重要作用的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国家 ｉ 的人均收入水平、通货膨胀率、汇率水平、国家风险；γｉ 为与国家有关

的不可观测的因素，εｉ，ｔ则表示随机扰动项。
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政治关系会对国家间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伴随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一国经济权力的增长也逐渐增加其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提高

贸易伙伴国对它的依赖度，进而形成除政治关系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贸易的变

量。 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共同决定着国家间的贸易往来。 因此，我们将基础模型进

一步扩展，加入中国经济权力（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这一解释变量，以考察它的提升对

中国与伙伴国双边贸易额的直接影响。 除直接效应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间

接效应：伴随经济权力的提升，它会改变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边际影响，降低经贸往

来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即相同程度的政治关系的变化（如恶化），也许会造成不同

程度贸易额的变化（下降幅度），两国相互依赖度的提升成为政治风险的对冲力量。
为此，本文在基础模型中再次引入政治关系与中国经济权力的交叉项（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ｉ，ｔ－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对上述推断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考察经济权力发生

变化时，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改变。 基础模型扩展如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１ ＋ β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

＋ β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１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

＋ β４Ｘｉ，ｔ ＋ γｉ ＋ εｉ，ｔ

式 ２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贸易往来（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即为中国与第 ｉ 国之间以美元计价的贸

易总额，并将其取对数，该指标的季度数据由月度数据计算得到，所有数据均以中国的

统计口径为准（中国对伙伴国的进口额加上出口额），数据源于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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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ＣＥＩＣ）的全球数据库。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本文主要采用

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提供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数据。 该数

据库采用量化的方式，将 １９５０ 年以来的中国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关系用分值表示出来，

范围为－９ 至 ９，分值越高，则表明两国之间政治关系越良好。 与以往研究中使用政治

事件或战争作为衡量指标的最大不同在于，该数据库采用将事件分值转化成为关系分

值的方法，克服了事件分值等同于国家关系所产生的分值与实际关系不符的缺陷。①

对于经济权力（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学界至今未有明确定义。 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提出构成国家权力的因素包括如下方面：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

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和政府的英明等，②其中与一国

经济息息相关的因素（如工业能力）构成了该国经济权力的基础。 依据权力最基本的

定义，经济权力可理解为国家间政治经济交往与互动过程中，一国运用自身经济实力

迫使他国改变意志的能力，③它仍然根植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 约翰·惠利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指出，经济权力与一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密切相关，

它赋予了该国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以此说服或迫使其他

国家按照其意愿行事，这是经济权力最为核心的内容。④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同样认为切断某一特定国家进入自己的市场而允许其他国家继续进入，是一

种“有力的、在历史上的确是重要的经济权力武器”；⑤相反，为了换取对方的妥协或顺

从，向其开放自己国内巨大的市场，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影响手段，某国内部的市场越

大，该国政府对关闭或开放其市场的自由度越广，那么其潜在的经济权力就越强。 综

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经济权力主要来源于一国经济总量和市场的相对规模，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权力（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指标，本文采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

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所提供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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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的使用说明，其基本设想是，双边关系是由众多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随着

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个“事件流”，对双边关系的衡量需要在事件累积和流动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 也就是说，
对事件影响力进行累积是我们衡量的起点，测量事件影响力随时间流动的变化是衡量的过程，双边关系现状是衡

量的终点。 关于该数据库的详细介绍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ｉｉｓ ／ ７５２２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具体论述可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５１－２０３ 页。
马亚华、冯春萍：《空间视角下的东亚权力分布———一种基于引力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２１－１３４ 页。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ｄｒａｆｔ ｆｏｒ ａｎ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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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ＷＥＯ）。

对于政治关系与贸易往来的关系，我们可以进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 如图 １ 所

示，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整体而言，政治关系通常与双边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

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国家间的贸易额也随之增加；然而，不同的

时期，其相关性似乎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中日之间，周期性特征更为明显。 通过图形

直接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完全准确，也许图中所展示出来的关系是伪相关，这里并未剔

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稳健性和显著性同样无从知晓，因

此需要引入计量模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检验。

图 １　 中国—东亚国家间的贸易量及双边政治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和 ＣＥＩＣ 全球数据库绘制，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ｚｈ－ｈａｎ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注：其中横轴为时间，纵轴表示政治关系的数值及双边贸易额的对数值。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如下：（１）伙伴国在

不变价格条件下（２００５ 年价）真实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值（ＧＤＰ），以此衡量伙伴国经

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异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实证检验，在研究贸

易相关问题时，该控制变量已为多数学者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ＷＤＩ）。 （２）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以控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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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宏观经济的波动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数据同样来源于 ＩＭＦ 数据库。 （３）剔除

价格因素之后，以美元兑本币比价的对数值衡量的真实汇率水平（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以
反映汇率因素造成的伙伴国商品竞争力的变化带来的进出口变动，数据同样源自世界

银行的 ＷＤＩ 数据库。
除了上述相关经济指标之外，伙伴国的国家风险（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往往也会对国家

间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如政府治理能力、治安环境、社会矛盾的激化、潜在内部冲突的

可能性等，已经成为跨国企业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必不

可少的考虑因素，与本国的进出口息息相关。 我们同样将其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引入

模型，参照全球知名的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ＩＣＲＧ）的定义，国家风险主要包括

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内部冲突、腐败、法律和秩序、种族冲突、民主问责等 １２ 个

方面，分别对上述领域赋值，各项分值加总之后得到国家风险指标，其数值介于 ０—
１００ 分之间，分值越高，则表明该国的国家风险越小。 数据来自 ＩＣＲＧ 数据库。 上述相

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变量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膨胀因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 ６０２ ７．７１７ ２．３８７ －２．２８２ １１．４１７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６６０ ０．８９５ ４．１６２ －６．９００ １５．７００ ２．１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６７５ ７．５２４ ４．０８４ ２．３６９ １６．３２４ １．９２

ＧＤＰ ６４４ ２６．６２０ １．６５０ ２２．５６３ ２９．４１５ ３．６６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５９６ ６５．３９６ １３．２３１ ３４．７５０ ９２．７５０ １．８９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６４０ １４．９４８ ５３．１６１ －２．１６４ ４１１．０４０ １．６５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６６０ ６．１８３ ２．４４５ －０．５４８ ９．９４８ ２．６７

本文计量模型中包含了多个政治、经济变量，政治与经济之间往往存在着紧密联

系，因此也许会导致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的问题，即为多重共线性。 这种变量之间

的多重共线性会严重影响参数估计并使最终结果产生偏误。 为防止这一问题，我们通

过计算多个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对此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一方面，如果方差膨胀因子大于 １０，则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问题。 由表 １ 可知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远小于 １０，故可以不必过于担忧

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另一方面，解释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公认的判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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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高度相关的标准 ０．８，相关性最高的两个变量是汇率水平与人均收入，但也仅

为－０ ６１；同时，从经济学相关基本理论出发，也可以判断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

系。 因此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在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相关回

归分析。

表 ２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ＧＤ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５９６ １　

ＧＤＰ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２ １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０．４４１ ０．１５８ ０．５９１ １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２７７ －０．１５３ －０．５８７ －０．４８８ １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１ －０．６２０ －０．１２８ ０．３６６ １

四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实证过程中，本文首先对中国与东亚主要成员国间的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额的影

响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经济权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随后，我们以政治

关系的好坏对样本进行分组，以考察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政治关系、双边贸易和国家经

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何种差异。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 ３０ 多年，因

此我们进一步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关系又是如何演变的。

（一）总体实证结论及分析

在估计过程中，一方面，本文采用混合 ＯＬＳ 回归对模型进行初步的计量分析；另

一方面，为了处理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可能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控制了国家

固定效应，它可以有效解决未被观察到但同时影响政治关系和经贸往来的某些与国家

特征有关的因素所引起的估计偏误。 此外，本文还引入时间固定效应，以解决不随国

家而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以确保结果为无偏估计。 为了使模型中回归

系数具有可比性，在所有的计量结果中，回归系数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就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回归方程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均大

于 ０．９，证明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对现实较强的解释能力。

如表 ３ 中，列（１）是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单纯考虑中国—东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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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政治关系（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与贸易总额（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相关性的回归结果。 从

中可以看出政治关系变量的回归系数 β１ 为正且高度显著，这说明对于中国而言，在东

亚区域内，更为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它与伙伴国的贸易往来，两国关系的恶

化则会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支持了“贸易追随国旗”的传统观点。 随后，我们将中国

经济权力（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引入模型，以衡量中国崛起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对周边

国家所产生的经济向心力及贸易促进效应。 从表中列（２）和列（３）可知，在政治关系

的回归系数 β１ 仍然显著为正的情况下，经济权力变量的回归系数 β２ 同样为正，而且

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中国的崛起和经济权力的增强强有力地拉动

了双边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地区贸易的繁荣。

随后，我们引入控制变量，如列（４）至列（６）所示，回归系数 β１ 和 β２ 的符号与显

著性均未发生任何变化，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我们以列（６）的固定效应模型为例对

结果进行阐述，整体而言，每当中国与东亚伙伴国的政治关系（分值）改善 １％，即可使

两国贸易额增加 ０．１７６％；而当中国经济权力提升 １％，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

即可增长 ０．４８％。 同时，对于控制变量，其符号也与前人的研究保持了一致：伙伴国的

人均收入水平与国家间贸易额正相关，而伙伴国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会造成宏观经济波

动和不确定性增强，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伙伴国本币贬值对于它与中国间总贸

易额的影响似乎并无确定的结论，尤其是在引入了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之

后，汇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显著降低，究其原因，伙伴国汇率的贬值一方面减少本币购

买力，降低中国对它的商品出口，另一方面，伙伴国商品竞争能力的增强使中国对其商

品的进口增加，汇率对双边贸易最终的影响则取决于两国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及贸易结

构，因此上述结论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国家风险，与常理相符，伙伴国的国

家风险越低，则越能促进它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但是，伴随中国的崛起和区域内经济权力的转移，上述中国与东亚成员国之间政

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关系会受到何种影响则是鲜被提及的话题。 对此，我们通过引入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经济权力的交叉项（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对此进

行检验。 式 ２ 的两边对政治关系求偏导数即可得到双边贸易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偏

效应，其经济含义为：伴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两国间的贸易额会发生何种改变。 如式

３ 所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１

＝ β１ ＋ β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 式 ３

由表 ３ 中的列（７）和列（８）可知，无论混合 ＯＬＳ 估计抑或是固定效应模型，交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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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 β３ 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此同时，政治关系的系数 β１ 仍然显著为

正。 将上述系数代入式 ３，得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１

＝ ０．３２２ － ０．１７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 式 ４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恶化会显著损害双边贸易往来，
然而伴随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区域内经济影响力的日渐增加（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ｔ－１的
增加），双边贸易额对于政治关系的偏效应逐渐减少，政治关系的恶化对于贸易往来

的负面效应也逐渐降低。 中国经济权力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会使贸易往来对政治关

系的偏效应下降 ０．１７９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能够对冲政治风险，
降低经贸往来对于政治关系恶化的敏感性。

表 ３　 政治关系、双边贸易额与经济权力的整体回归结果（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０．２６８∗∗∗

（０．０１３）
０．４２５∗∗∗

（０．３２）
０．２６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４）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０）
０．４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３２２∗∗∗

（０．０４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４６１∗∗∗

（０．０２４）
０．５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４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４８２∗∗∗

（０．０３９）
０．３７０∗∗∗

（０．０１０）
０．４８６∗∗∗

（０．０１９）
０．４８０∗∗∗

（０．０３７）

ＧＤＰ ０．７２０∗∗∗

（０．０３２）
０．４０８∗∗∗

（０．１２３）
０．４１６∗∗∗

（０．１２６）
０．７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５５９∗∗∗

（０．１２１）
０．５２８∗∗∗

（０．１４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２

（０．２４３）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５∗∗∗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８）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０．３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１）
０．３６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３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７９∗∗∗

（０．００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ｏ．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８９ ５８９ ５８９ ５５１ ５５１ ５５１ ５５１ ５５１ ５５１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６０ ０．６２９ ０．９５３ ０．９４０ ０．９４８ ０．９５６ ０．９４１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８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 统计值，∗∗∗、∗∗、∗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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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一方面，伴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庞大的国内

市场和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能够形成对伙伴国商品的巨大需求，增加来自其他国

家的进口；同时，伴随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产品竞争

力同样不断提高，出口也随之增加。 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融合和依赖程度日益提

高，经济权力形成了对其他国家强有力的制衡，当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争端引发关系

紧张时，作为理性的政治家势必确保政治纠纷对贸易的冲击降至最低。 另一方面，中

国崛起极大改变了东亚地区原有的分工模式，中国正在取代日本在东亚生产链中的核

心地位，日益成为连接东亚和欧美市场的纽带：东亚其他经济体对欧美市场的直接出

口正在逐渐减少，而是通过对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在中国完成最后一道组装

工序之后输往最终消费地。 这即为人们所熟悉的“新三角贸易”。 中国在东亚产业链

中的特殊地位虽然不能够因此而规避与周边国家的纠纷，但却与东亚成员国形成了生

产链共同体，有效防止了政治僵局向经济领域的蔓延。

（二）基于细分样本组的实证分析

在上述研究中，实证结果支持了“政冷经冷”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中国经济权力的

增强会显著降低贸易对于政治紧张的敏感性（或紧张的政治关系对于双边贸易的冲

击），但是该结论是否同样存在前提条件，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友好型及对抗型），经

济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前文中没有回答的问题。 为了使结论更为

清晰和严谨，我们需要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根据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定义，双边政治关系（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被精确

界定为“对抗”（－９ 至－６）、“紧张” （ －６ 至－３）、“不和” （ －３ 至 ０）、“普通” （０ 至 ３）、

“良好”（３ 至 ６）、“友好”（６ 至 ９）六个等级，我们以 ０ 为临界点将样本分为两组：政治

关系小于 ０ 的样本组 Ａ（Ｐｏ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包括紧张、不和、普通三种类型；政治关系大

于 ０ 的样本组 Ｂ（Ｇ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包括普通、良好、友好三种类型。 笔者分别对两组

样本进行回归，以检验中国经济权力的变化在不同的样本组有何差异。

结果如表 ４ 所示，对于两个样本组，我们仍然先单独观察单变量回归的情形，随后

再将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对于 Ｂ 组，政治关系和经济权力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且显著性达到了 １％，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与前文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但对

于 Ａ 组则不然，结果如列（１）至列（３）所示，政治关系变量均显著为正，这与前文中所

得出的结论保持了一致；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权力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

量，它均不显著，而且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列（１）、列（２）］尽

管符号为负，也同样变得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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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于细分样本组的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 组（Ｐｏ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 组（Ｇ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０．４８０∗∗∗

（０．１５５）
０．２６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９９∗∗

（０．１３８）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３４６∗∗∗

（０．０３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０３９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９）

０．８４７∗∗∗

（０．０１２）
０．５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６８６∗∗∗

（０．０１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２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２９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４）

－０．３６７∗∗∗

（０．００４）

ＧＤＰ １．００６∗∗∗

（０．１４１）
１．５２４∗∗∗

（０．５４７）
０．８５７∗∗∗

（０．０２５）
０．６３９∗∗∗

（０．０７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８９∗

（０．４５４）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３４∗

（０．１７３）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０．６１８∗∗∗

（０．０４４）
０．８１７∗∗∗

（０．３４８）
０．３８５∗∗∗

（０．０１６）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

Ｎｏ．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６ １２３ １２３ ４４３ ４２８ ４２８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３５ ０．９４６ ０．６５３ ０．９５１ ０．９２９ ０．９３８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 统计值，∗∗∗、∗∗、∗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该结论说明，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在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抑或是存

在外交纠纷的国家，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趋冷均会对两国的贸易往来产生负面影响。 但

是，中国经济权力的提升所带来的贸易拉动效应并非普遍现象，而是仅仅存在于与中

国保持了良好政治关系的伙伴国（政治关系大于 ０）；同时，只有在关系良好的伙伴国，
中国经济权力的日渐增长才能降低经贸往来对于政治关系波动的敏感度。 这一结论

反映出周边国家对待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友好型国家将这视为难得机遇，切实利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搭乘中国崛起的顺风车，促进地区贸易的繁荣并从中获益，
而心怀芥蒂的国家则往往对此表示担忧，国内日益显露出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进而造

成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并未成为两国经贸往来的“压舱石”，甚至成为其国内政治家

赢得选举的工具，最终不利于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三）基于不同时间段的考察

由于我们所考察的时间跨度长达 ３０ 年，在这段时期中，世界见证了东亚奇迹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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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日益紧密的经济融合，同时东亚区域内中国的角色也在日益发生变化。 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伴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起飞，该地区形成了广为

人知的“雁行模式”。 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在地区经济事务中发挥着关

键性的作用；受制于外部不利的国际环境与相对有限的经济实力，中国尚不能在东亚

地区经济秩序的构建中发挥重要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处于市场驱动阶段。①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新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以双边外

交为中心，开始转变为以多边集体主义外交为中心，②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东亚

一体化进程。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地区经济融合的驱动力，中国树立起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与各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

核心国家。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塑造东亚格局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欧美在债务

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日本长期停滞的经济在危机之下更显疲软，然

而危机之中的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 ８．７％的高速增长，扛起了引领东亚乃至世界走出

低谷的重任，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上述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中，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相关性又各具何种特征成为我们关心

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再次以 １９９７ 年第一季度和 ２００８ 年第二季度两次危机爆发的时间作为分界

点，对样本进行分时间段检验。 结果如表 ５ 所示，列（１）至列（２）和列（３）至列（４）分别是

从 １９８１ 年第一季度到 １９９７ 年第一季度及 １９９７ 年第二季度到 ２００８ 年第二季度的回归结

果，我们以列（２）和列（４）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例进行分析。

从定性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两个时期中，中国—东亚成员国间政治

关系与贸易之间正相关的关系仍然成立，显著水平达到 １％，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有

助于推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 同时，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降低了贸易往来对于政治关

系变动的偏效应（或敏感性），平滑双边贸易波动。 但从定量的角度而言，这两个时期

同样存在着差异：相比第一时期，在第二时期中，中国经济权力增长所带来的贸易促进

效应更大（系数由 ０．２３０ 变为 ０．４６８），但是，交叉项的系数则由－０．５６３ 变为－０．３９６，这

意味着经济权力对于化解双边关系紧张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的作用开始下降。 导致该

结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伴随中国日益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经济规模

的扩大以及在东亚分工体系中日渐重要的地位，东亚各国对于中国经济层面的依赖日

益增加，因此进出口不断攀升；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传统地缘政治均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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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２５ 页。
赵宏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第 １９－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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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各国对于中国的防范之心也日渐加重，“中国威胁论”时常出现在各国的学术及

政策讨论中。 中国崛起不再被各国看作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当外交纠纷出现

时，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紧密的经贸关系成为本国经济民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的理

由，微小的政治争端即可造成贸易额短期内的急剧下滑，经济层面的吸引力对于缓解

政治摩擦的效果由此逐渐下降。

表 ５　 细分时间段的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９８１Ｑ１－１９９７Ｑ１ １９９７Ｑ２－２００８Ｑ２ ２００８Ｑ３－２０１３Ｑ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０．５００∗∗∗

（０．０７１７）
０．６２５∗∗∗

（０．０７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８５）
０．４２３∗∗∗

（０．０６４９）
０．１２８

（０．２０２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０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９９）
０．２３０∗∗∗

（０．１１３７）
０．２００∗∗∗

（０．０３８１）
０．４６８∗∗∗

（０．０３７８）
０．４６４∗∗∗

（０．０５８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０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５６３∗∗∗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３）
－０．３９６∗∗∗

（０．００６６）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３１）
－０．２４４

（０．００５９）

ＧＤＰ ０．８９４∗∗∗

（０．０４７９）
０．９９０∗∗∗

（０．０５９８）
１．０５４∗∗∗

（０．０３３９）
０．６３８∗∗∗

（０．１３５９）
０．８３９∗∗∗

（０．０７３７）
２．３２６∗∗∗

（０．３２１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０．０３４
（０．２３６７）

－０．０４４
（０．３０７７）

０．２５７∗∗∗

（０．１８５５）
－０．０２４

（０．２７６３）
０．６９６∗∗∗

（０．２６８３）
－０．２０８

（０．９１１３）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４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６）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０．５３０∗∗∗

（０．０２７４）
０．５７８∗∗∗

（０．０２９２）
０．４８８∗∗∗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８５

（０．１９２６）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３９）
０．１６１

（０．２４１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ｏ．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３１ ０．９４１ ０．９４３ ０．９７３ ０．９１７ ０．９９０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 统计值，∗∗∗、∗∗、∗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至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及东亚地区经济均处于缓慢

复苏阶段。 由列（５）和列（６）可知，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相比危机之前最为显著的变

化即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相关性不再显著。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大规模的财政

刺激计划成为支撑东亚复苏的关键，它轻巧地打开了经济增长的阀门并成为亚洲最强

劲的增长引擎。 欧美需求的不振与中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成为

最终市场的提供者和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危机后的艰难复苏时期，各国领导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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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家间的政治紧张气氛独立于经贸往来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结

论的出现不能排除是因所考察的时间段较短（仅为 １７ 个季度）所致，我们也推测这仅

仅是短期现象，伴随东亚和全球经济走出危机，二者之间也许仍然会回到负相关的常

态之下。

五　 结论

本文以中国为立足点，利用东亚典型国家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的季度数据，实证考察了

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就整体而言，中

国—东亚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关系的紧张

将显著降低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额，支持了传统的“贸易追随国旗”的观点。 但与前人

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关注了中国崛起、东亚正在持续发生经济权力转移这一宏观背景

与约束条件，结果显示政治与经贸之间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权力在其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伴随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带来了明显的贸易拉动效应，促进

了国家间贸易额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双边贸易额对于政治冲突的敏感度（偏效应）

随之下降，中国的崛起提高了东亚地区经济的相互融合与依赖，并逐渐成为东亚贸易

繁荣的稳定器。

通过细分样本的进一步考察，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贸易拉动效应在不同的样本组中

显出明显的差异，只有在政治关系大于 ０ 的国家中，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才会对贸易

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且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才能在政治僵局出

现时起到贸易稳定器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东亚区域内紧张的政治氛围制约了中国经

济对区域经济的积极贡献。 最后我们还将研究细分为不同的时期，政治关系、双边贸

易与经济权力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权力

的增加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日益提升，可是它对冲政治风险、平稳双边贸易的作用却

在不断下降。 危机过后的复苏阶段，东亚地区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

当前，东亚地区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与各国政治分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

出，冲突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切实改善各国的政治关系，打破

国家间的紧张与不信任感，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中国崛起与全球经济权力的转移，才

能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还世界以持续繁荣与稳定的东亚。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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